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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依然严峻。土壤污染物人体健康风险评估（health risk assessment，HRA）成为支撑土地分类管理、

行业准入管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核心技术之一。梳理分析了国内外土壤污染物 HRA 发展现状，明确土壤污染物 HRA 技术

发展趋势是在传统“四步法”程序的框架下，进一步与评价空间化、生物有效性精细化以及暴露特征定量化等技术融合。进一步

以土壤修复目标值及合理规划土地安全利用的环境需求为例，分析了土壤 HRA 技术在环境管理实践中的不足，提出土壤污染

物 HRA 技术在承载力评价与排放源管理上仍是薄弱环节。为有效管控土壤风险，提出未来 HRA 技术重点可以“污染源—途

径—敏感保护”为突破点，以实现通过设定管控单元 HRA 风险约束性指标来指导产业调整的目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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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oil pollution in China is still severe.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HRA) on
soil  pollutants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technologies  which  supports  land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industry
access  management  and  soil  pollution  risk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oil  pollutant  HRA  at  home  and
abroad was summarized, and a conclusion was drawn that the trend of soil pollutant HRA technology followed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four-step" procedure, and further integrated with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spatialization of
evaluation,  refinement  of  bioavailability  and  quantification  of  exposure  characteristics.  Taking  the  target  value  of
soil remedi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demand for rational planning of land safe use as examples, the shortcomings
of  soil  HRA  technology  in  management  practice  were  analyzed,  and  it  was  put  forward  that  soil  pollutant  HRA
technology  was  still  the  weak  link  in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and  emission  source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oil  risk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focus of  HRA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was to  take the
"pollution  source-route-sensitive  protec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guiding  industrial
adjustment by setting binding indicators of HRA risk for the control units.
Key words　soil  pollutant; health  risk  assessment  (HRA); spatialization; land  safety  use  planning;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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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严峻。一些地区

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局面，

污染成因错综复杂，风险源辨识不明，对土壤风险管

控带来挑战。土壤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估（health risk
assessment，HRA）在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和修复中起

着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简称《土壤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

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

果评估、后期管理等活动。”我国《土壤法》规定，土

壤污染物风险评估应主要包括主要污染物状况、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范围、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公众

健康风险或者生态风险、风险管控、修复的目标和

基本要求等。简言之，污染物、污染范围、风险情

况、修复（管控）目标构成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的四大

要素。其中，污染物、污染范围是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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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应完成的工作，风险情况是建设用地是否纳入

名录的重要依据，而修复和管控目标则是效果评估

应逐一对照的目标。由此可见，风险评估在土壤环

境管理具备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不仅要解释地块

土壤污染调查数据结论，还密切衔接风险管控、修复

技术方案，是一项系统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土壤

污染物 HRA 几乎贯穿着整个土壤环境管理。

传统 HRA 技术最早由美国国家科学院 (NAS)
提出，该技术采用“四步法”，即危害鉴定、剂量-效应

评估、暴露评估、风险表征[1]。土壤污染物 HRA 技

术与传统 HRA 评价原则大体相同，但前者与土壤性

质紧密相关。2014 年，HJ 25.3—2014《污染场地风

险评估技术导则》发布。首次规范了我国建设用地

污染地块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基本方法、模型与关

键参数等应用规范，提出“在开展风险评估工作时，

可结合土壤的特征性质，根据不同地块的水文地质、

暴露情景、污染特征等信息，以‘一场一策’的方式制

定治理修复和风险管控目标”。土壤污染物 HRA 评

价中，其风险产生的暴露途径较为复杂。从环境管

理需求分析，对土壤污染物风险管控与水、气环境的

“达标管理”不同，不仅要推敲“源—途径—受体”等

传导要素的逻辑关系，还应考虑污染物自身的环境

迁移转化与降解老化等规律。可见，从某种意义上

讲，土壤污染物 HRA 科技内涵更为丰富，远远超出

“四步法”的传统范畴。为探索土壤 HRA 与环境管

理的有效衔接，在传统 HRA 基础上，笔者对现有土

壤污染物 HRA 技术进行分析，并结合管理需求，对

技术发展进行了展望。

 1　土壤污染物 HRA 技术现状

在传统“四步法”框架下，土壤污染物 HRA 在

场地风险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如李晓勇等[2] 采用

“四步法”对株洲市各城区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水平

及其对人体健康危害程度进行了评价，发现除 Cr、
Hg 外，株洲市各城区重金属浓度均高于农田土壤背

景值和国家自然背景值。传统的 HRA 技术与单因

子指数法、空间插值、HRA 模型等融合应用，在由点

及面的污染物空间变化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

在识别污染场地污染物空间分布区域领域。如兰鹏

鹏等 [3] 对湖南省某冶炼厂污染场地进行风险研究

时，通过综合应用以上技术，不仅查明场地重金属主

要污染因子为砷、锑、锌、铅等污染物，而且勘探出

重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 1～2.5 m 的土壤深度，结合

单因子风险指数法，确定砷污染风险因子最大，且其

风险不可接受，应作为修复的首要目标物。传统土

壤污染物 HRA“四步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土壤有机

污染物的风险评价，较常见的有场地多环芳烃类

(PAHs)[4-5]。暴露评价技术作为 HRA 中最关键的步

骤之一，被用于辨析不同暴露途径、主要健康风险源

及其产生途径，为有效切断暴露途径提供依据[6]。

随着环境管理要求的精细化，传统场地土壤 HRA
在空间应用的局限性慢慢展现出来。如对小范围场

地评价时在人群暴露参数选取时可采纳统一均值，

但对较大空间范围，却无法体现出不同空间活动人

群与场地污染物的暴露差异。一般情况下，它仅适

应于污染范围较小的场地，应用于大区域环境 HRA
时显得捉襟见肘。近年来，随着空间技术、信息技术

等的发展，土壤 HRA 逐渐引入空间地理要素，评价

领域从小环境范围场地向更大尺度空间范围拓展，

土壤 HRA 技术也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中。

 1.1　土壤污染物 HRA 空间化

土壤污染物 HRA 中危害识别阶段，土壤污染物

的空间化分布及其影响越来越得到关注。与行业特

征污染物危害识别有所不同，土壤污染物 HRA 危害

识别这一步骤对特征污染物筛查时通常要考虑区域

性综合影响，包括土壤背景值、人类生产活动特征等

因素。研究发现即使同一排放源产生的污染物（As、
Pb、Cd、Ni、Hg、V、Mn 等），因其沉降特性，距离污

染源越远，微量元素浓度和风险指数越低[7-8]，污染物

在土壤空间分布浓度与排放源之间存在着空间分散

特征。危害识别阶段，土壤污染物采样布点技术规

范较为完善。为提高空间危害识别的有效性，现有

技术导则中对采样布点做出了规定：对按照《土壤

法》要求需开展调查的建设用地地块，调查时均应满

足 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

导则》、HJ 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等相关标准的要求。对《污染

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疑似污染地

块、污染地块，则应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

估技术指南》要求，执行严于 HJ 25.1—2019 的土壤、

地下水布点密度要求。即对于根据污染识别和初步

调查筛选的涉及污染的区域，土壤采样点位数每 400
m2 不少于 1 个，其他区域每 1 600 m2 不少于 1 个；

地下水采样点位数每 6 400 m2 不少于 1 个。若地方

已出台严于国家要求的调查技术规定，则应按地方

严格要求执行。对土壤污染物，至少应参考 GB
36600—2018《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中的筛选值，标准中 85 项指标以外的

污染物则应按照 HJ 25.3—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计算的风险控制值作为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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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地下水通常采用 GB/T 14848—2017《地下水质

量标准》中Ⅲ、Ⅳ类水质标准，也可参考其他适宜标

准对关注污染物进行筛选。

土壤污染物 HRA 中风险评价阶段，地理信息技

术（GIS）的融合应用使得土壤空间化风险判定得到

较大提升。GIS 将地理科学、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

和信息科学等与风险评价紧密地结合，可用于空间

区域的风险划定。张静等[7] 对土壤重金属风险的时

空变化进行模拟与分析，通过集成 GIS 技术的克里

格插值、情景预测模型模拟绘制出我国南方某地土

壤表层重金属砷、镉含量的时空分布格局，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管控策略。黄庆熙等[8] 使用 ArcGIS 地统

计模块研究土壤 As 的空间变异性，采用单因子污染

指数法评价 As 污染程度，结合传统 HRA 技术来分

析污染物的潜在健康风险，结果显示广州主城区土

壤 As 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并对儿童存在一定健康

风险。韩琳等[9] 研究发现，受体模型正定矩阵分解

法 (PMF) 和地学统计技术联合使用可用于推断土壤

重金属的来源及分配，并可提升 HRA 结论的定量

化。杨雪玲等[10] 对北京平原区土壤镉的空间分布特

征及健康风险评估时，综合应用变异函数理论、经典

统计分析、地统分析、经验贝叶斯克里格插值法等

方法对不同土壤深度 ( 0～25、25～50 cm) 镉的空间

分布及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判断经口摄入是主要

暴露途径，结合空间信息技术应用，划分出城市健康

风险的损害区域，为污染防治区及重点保护目标提

供了参考。空间土壤污染物 HRA 技术对大环境范

围，如流域区域的风险防控区识别具有重要的支撑

作用。基于该技术，有学者在对长江经济带矿山生

态修复区进行划分时，发现长江流域 As、Cr、Ni、
Zn、Cd 平均含量以中游地区最高，Cu、Pb、Hg 平均

含量以上游地区最高。从优先控制污染物来看，Cd、
Hg 是长江流域矿区土壤主要重金属污染物。土壤

HRA 空间化技术在长江经济带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

预防及治理、农产品安全研究、流域空间的合理调

控开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1]。

土壤 HRA 空间化技术中还可以引入综合社会

学因素指标，用于评估社会发展特性与土壤环境风

险的协同性。欧洲学者在研究污染热点地区风险

中，对区域杀虫剂使用情况、农作物分布和土地使用

规划等进行综合分析时，引入了气候、地理特征等参

数，可反演出社会及环境因素对区域土壤污染物含

量的影响及潜在的健康风险。该方法经过其他模型

验证后，证实了其可行性，表明土壤环境风险通常是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2]。土壤污染物 HRA

的空间化技术不断地向定量化发展，将风险结果与

空间地理因素融合发展而成的空间风险指数法不断

发展与完善。有学者借助于传统 HRA 技术，对不同

重金属 As/Cd、As/Cu、As/Pb、As/Zn、Cd/Cu、Cd/Pb、
Cd/Zn、Cu/Pb、Cu/Zn 和 Pb/Zn 地学特征及其相关风

险进行关联，综合应用地学描述统计、克里格插值法

等来表征土壤污染程度，据此建立的空间风险指数

（HI）法，可对主要健康风险区进行划分[13]。

土壤污染物 HRA 与其他技术的协同应用可为

区域污染物风险源解析提供目标。施宸皓等[14] 采用

地累积指数法、内梅罗指数法和土壤污染物 HRA 法

等，在洞庭湖湿地周围开展了土壤重金属污染及人

体健康风险评价，并根据暴露水平确定了主要暴露

途径，划分出污染区域，从而为湿地类型的土壤污染

溯源和风险防控提供思路。Chai 等[15]探索将 HRA、

GIS 和正矩阵因子分解（PMF）模型等技术协同使用，

实现对区域 HRA 污染物的溯源。Sun 等[16] 综合应

用污染物地理沉积指标、潜在生态风险指标和 HRA，

结合 PMF 模型进行溯源，并对典型河口冲积岛的不

同土地利用模式进行评价，以明确污染控制目标。

总之，空间化技术在土壤污染物 HRA 评价中不

断地发展与实践，它将在环境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当前研究越来越关注土壤生

物有效性的问题。

 1.2　土壤污染物 HRA 评价的生物有效性精细化

生物有效性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学者 Benson
于 1994 年基于物理化学的理论提出来的，它指污染

物在生物传输或生物反应中被利用的程度。生物有

效性关注较多的是土壤重金属。已有研究认为，土

壤中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17-18]。

土壤环境中，土壤、重金属、生物体三者之间存在着

复杂的动态关系，土壤重金属总量不能完全揭示重

金属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过程，实际上，只有部分重

金属可以被生物体有效吸收利用。因此，直接使用

土壤重金属总量来开展土壤 HRA 存在一定偏颇[19]。

影响土壤污染物生物有效性的主要原因是污染

物自身在土壤中的形态转化、老化、迁移转化及土

壤分层、分布差异等因素。土壤金属元素生物有效

性不仅与土壤容重有关，还受地球土壤化学行为的

影响，如土壤酸碱性、离子交换量、氧化还原电位、

有机质含量、质地、黏土矿物组成及吸附和解吸作

用等因素。Zhuang 等[20-21] 研究土壤中 Cu、Zn、Cd、
Pb 的沉降规律时，发现土壤 Cu、Cd、Pb 的总量排序

为中土层>底土层>表土层，Zn 总量则为表土层>
底土层>中土层。另外，土层中残渣态 Cu、Zn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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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Cd 的可交换态含量在每个土层中均较高，

Pb 以可交换态和残渣态为主，由此造成土壤中 Cu、
Zn 生物活性较弱，Cd、Pb 生物活性较强。可见，

HRA 时应考虑暴露场景适用下的生物有效性。土壤

有机污染的生物有效性与其时间-老化模型有密切关

系。研究认为有机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随时间不

断地降低，其对应的环境风险也随之下降[11,22]。如

含 As 农药污染土壤随时间的推移，有机 As 逐渐转

化为无机 As，As 的形态及风险不断发生着变化，直

接影响 HRA 的评价结果[23]。

土壤污染物 HRA 存在着多种暴露途径（图 1）。
污染物在不同暴露途径中的生物有效性差异问题尤

为突出。污染物的间接暴露途径通常指污染物经稻

米、蔬菜等富集后被食入，对其风险防控与农田土壤

环境管理密切相关。污染物的直接暴露途径指以接

触、吸入、经口摄入等方式直接进入人体中，对其管

理大多与场地污染管控有关，但部分也涉及农田土

壤环境范畴。
 

图 1    土壤污染物不同暴露途径

Fig.1    Different exposure routes of soil pollutants
 

土壤污染物间接暴露（农作物）的生物有效性十

分复杂。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与土壤及其他介质的

交互作用（土壤-作物、土壤-水、土壤-动物或人体系

统中元素迁移富集等）有关 [24]。不同物质，如 Cu、
Fe、Mn、Pb 和 Zn 在植物中富集规律存在差异[25]，进

而导致农产品风险结果迥异[26-27]。此外，不同污染物

生物有效性差异显著。例如，胃对 Pb 的生物有效性

为 28.83%～62.0%，小肠为 6.86%～45.71%，不同生

物器官有效性差异导致 HRA 复杂化。实际 HRA 评

价如果考虑土壤污染物的生物可给性与人体可吸收

性，无疑会提升 HRA 评价结果的精确性，但目前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较薄弱环节。

 1.3　土壤污染物 HRA 暴露精度准确化

土壤污染物 HRA 应充分考虑暴露主体实际特

征与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如土壤 Pb 对儿童的健康

风险要明显高于成人[28]。因暴露评价和剂量反应评

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暴露评价需要收集大量的

数据资料，然而由于基础研究范围的限制以及人类

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对某些现象本身可能存在机理

不明的现象，或很难获得完全的数据，从而导致风险

不确定性因子加大。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PA）

将不确定性分为 3 类：1）事件背景。包括事件描述、

专业判断的失误以及信息丢失等原因造成。2）参数

选择。例如，气象、水文条件随着季节而变化，人群

包括性别、年龄和地理位置等。3）模型本身。选用

的数学模型往往对真实情况进行简化后得到，与实

际发生的情况存在某些出入。蒙特卡罗法（Monte
Carlo）被广泛应用于风险结果不确定性分析。该方

法用于农用地多种污染物对人体 HRA 评价，可获得

优先控制因子和优先控制暴露途径等关键信息[29]。

基于不确定性理论，杨阳等[30] 将蒙特卡罗模拟计算

应用到土壤重金属风险评价中，构建了相关健康风

险的随机不确定模型，并取得较好的应用结果。基

于蒙特卡罗随机模拟，可辨识对健康风险影响最大

的因素，如佟瑞鹏等[31] 运用概率风险评价模型，结合

各参数的敏感性分析，定量评估了上海某居民区土

壤 16 种 PAHs 对居民健康风险水平。实践证明，蒙

特卡罗法对 HRA 不确定性因素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但该技术仍处于模型推演层面，对区域环境风险不

确定性预测结果还需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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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土壤污染物 HRA 技术环境管理应用的发
展趋势

土壤污染物 HRA 技术虽然不断地完善与发展，

并在环境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距离

环境管理仍有一定差距。本研究以场地土壤修复目

标值、区域土地安全利用规划及承载力等需求为案

例，分析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

 2.1　土壤修复目标值的需求

土壤污染物 HRA 已逐渐成为污染地块修复目

标的重要依据。HJ 25.3—2019《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提供了基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确定建设用地地

块风险控制值的手段。HJ 25.4—2019《土壤修复技

术导则》指出，修复目标值是通过比较 HJ 25.3—2019
计算的土壤风险控制值、GB 36600—2018 规定的筛

选值和管制值，并权重地块所在区域土壤中目标污

染物的背景含量等因素来设定。场地土壤污染物

HRA 同时也是衔接污染程度分析和筛选对比修复措

施的重要手段[32]。在敏感目标空间确定的情况下，

土壤污染物 HRA 也广泛地应用于场地的修复后评

价[33]。修复目标值确定是一项难度较高的技术性工

作，必须密切结合治理修复工程的实施策略来开展[34]。

黄尧[32] 研究认为应以风险是否可接受来设定修

复限值，并提出相应公式：
表层土壤污染物浓度（致癌风险） =

风险值/暴露量×致癌斜率因子 （1）
表层土壤污染物浓度（非致癌风险） =

参考剂量×风险值/暴露量 （2）
在以上理念下，我国学者针对污染场地土壤和

地下水修复目标，综合考虑了经口、皮肤、呼吸等暴

露途径下，确定某场地的土壤、地下水苯修复目标值

分别为 0.34 mg/kg 和 0.21 mg/L[35]。我国学者采用

HRA 模型研究场地土壤有机污染物环境标准值时，

发现其土壤环境标准取值受区域变异的影响较大，

提出在标准制修订时应适当权重不确定性因素[36]。

实际污染场地环境风险来源非常复杂（图 1），受污染

源、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受体暴露特征、风险管控目

标等影响。为满足敏感保护目标的需求，修复目标

设定时应针对场地特性，以综合风险控制为目标，重

点解决以下技术难点：1）多污染物共存时的风险下

的修复面积问题。在“由点及面”（监测点、修复面）

推算时，应考虑土壤背景值基准浓度（或管控阈值），

还应考虑土壤性质、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影

响。2）敏感保护目标空间活动区域、暴露特征与场

地污染物的偶合关系。虽然 HJ 25.3—2019 确定 HRA
中的相关参数，对场地污染土壤和地下水进行健康

风险评价，但实际该导则仅适用于较小环境范围的

场地。对于大环境范围的场地，应考虑不同类型人

群实际距离场地的空间差异。此外，风险评价不仅

应考虑土壤直接暴露时多种污染物存在的暴露量，

还应考虑来自于其他途径（饮用水、食品）的风险占

比问题。以上观点应当成为未来的技术突破点。

 2.2　土地安全利用规划应用

随着对土壤污染管理向源头控制转变，区域土

壤 HRA 的评价在环境容量与承载力的需求越来越

迫切。HJ 130—2019《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是衔接区域“三线一单”，推动“放管服”改革，

规范和指导规划环评工作的重要文件。其中在 7.3.2
节明确指出，结合规划实施的资源、生态、环境等制

约因素，从环境质量、生态保护、资源利用、污染排

放、风险防控、环境管理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并在 8.2.4 节提出，分析规划实施支撑性资源（水资

源、土地资源、能源等）可利用（配置）上线和规划实

施主要环境影响要素（大气、水等）污染物允许排放

量，结合现状利用和排放量、区域削减量，分析各评

价时段剩余可利用的资源量和剩余污染物允许排放

量分析。可见，若要实现土壤风险源头控制，必须将

土壤 HRA 与空间风险源管控紧密结合起来。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大环境范围规划层面已有

一定研究基础。有学者针对城镇土壤及其重金属污

染的特征，结合 3S（GIS、GPS、RS）等技术、随机模

糊理论、多元统计分析和健康风险模型等手段，构建

了城镇土壤重金属的层次 HRA 方法和风险量化管

理体系，对环境规划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37]。研究

探索将 HRA 用于土地安全利用规划时，结合传统

HRA 技术，综合考虑不同暴露途径的风险，通过建立

土地块的综合风险指数来表征不同区域风险[38]。总

体来说，将 GIS 与传统 HRA 融合后，加上土地利用

规划的情景分析，可建立空间风险管控定量化的土

壤污染物输入性限制性指标。然而，现有技术与我

国环境风险管控尚有一定差距，土壤污染物 HRA 在

土壤环境容量与承载力核算领域，对风险来源解析

与风险量化管理需求衔接上仍存在一定薄弱环节。

开展区域土壤规划的安全利用评价时，土地利用现

状、情景受体空间分布与暴露特征、HRA 与区域经

济性评价等必须统一起来，因此，亟需 HRA 科学外

延的不断补充与扩展。有报道我国学者将 HRA 用

于再生水灌溉的最大承载水量核算，通过建立从污

染源排放量暴露分析（再生用于灌溉、水产养殖及地

下水回灌的人体吸收和暴露途径物理模型），结合土

壤中各指标的污染标准和背景值，计算再生水灌溉

的最大承载水量[39]。该方法提供了从土壤风险控制

（或称标准控制）来推断源头输入思路，但考虑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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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风险源的输入过于单一，不适用于大范围土壤

风险控制与产业结构调整。

区域土壤作为受体，其污染的深层次原因与污

染源排放、产业类型、清洁生产水平、发展前景等密

切相关，污染物在土壤中空间输入-输出十分复杂，不

仅受地理特征（大气沉降、水体传输等）影响，还与污

染源的管控水平有关。此外，污染物进入土壤后，还

存在自身的老化、降解、蓄积等环境行为，以上因素

对建立空间单元的风险约束性指标带来挑战。

为有效开展源头风险管控，对土壤风险评价的

应用应转向土壤环境容量的研究，以实现空间层面

合理地限制污染物输入。区域土壤 HRA 评价存在

以下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1）大范围环境尺度的空

间单元风险定量化；2）制约产业布局与结构关联性

评价。其中，制约产业结构的关联性评价是目前土

壤 HRA 中较薄弱环节。

近年来，信息技术不断被引入土壤环境管理体

系，或可为提高区域土壤 HRA 评价环境容量与承载

力的准确性提供支撑。我国部分地区陆续建了土壤

大数据系统，其中的数字土壤包含了 3S 技术，对模

拟、重现土壤类型及污染物空间分布等提供了技术

手段。此外，基于信息化的大数据或将为精确判定

人群活动空间几率提供网格化的大数据。目前市场

上，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可通过手机信号流

量、定位等信息提供不同空间尺度所匹配的人群精

准暴露属性特征。利用该技术可从不同空间尺度、

地域的角度，筛选出人群空间活动特征，还可与地方

社会人群属性相匹配分析，建立相应的暴露评估模

型。该技术突破了过去“以问卷调查”为主的人群活

动空间划分模式的局限性，为空间单元暴露评估提

供实时的精准定位参数。为满足环境管理需求，土

壤污染物 HRA 技术在区域土壤风险源管控与风险

控制上有着广阔发展空间。

 3　展望

《“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提出“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应加强污染源头控

制、深入实施耕地分类管理、严格准入管理、有序推

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等，对土壤

HRA 提出更高的需求。为支撑“十四五”土壤管理

目标，土壤 HRA 将随着时代的新技术不断融合与发

展，在土壤环境质量、容量与排放管理之间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各种技术的发展，土壤 HRA 的

核心评价参数的科技内涵与外延也应不断丰富与提

升。为有效管控土壤风险，未来 HRA 技术重点可以

“污染源—途径—敏感保护”为突破点，以实现通过

设定管控单元 HRA 风险约束性指标来指导产业调

整的目标。同时，通过将微观的科学研究（环境归

趋、生物转化）与宏观的大数据不断融合优化，实现

精细化、空间化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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